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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身”兼“谱道”：清代衍圣公宗族意识的表达和实践
孔 勇

（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谱身”与“谱道”是清代衍圣公纂作族谱时经常使用的两个概念，折射出是安于“圣裔”身份抑或争入

“道统”谱系的纠结状态。结合孔府档案所藏孔氏族谱、衍圣公和时人论述，可以看到：清代以前孔氏族谱重在“考

世系，叙尊卑”，以此来表先德而合全族；至清代则变为“锄非种，辨窜冒”，强化内外孔之别和真伪孔之分。同时，在

清代衍圣公的深层意识之中，还暗存着某种以道统自居及以传道自任的使命感，每当政治控制稍显宽松或儒学发

展受困时，此一暗流就会浮于面前，故“谱身”只是表面功用，“谱道”才是终极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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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中国宗族社会定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传

统社会深厚的宗法意识和强大的家规族法起到了重

要凝聚作用。其中，定期纂修谱牒更被各宗族倚为

统合族众的常用举措。在这方面，学界早已涌现出

了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不待赘言。然而，对宗法、

血缘、世系等宗族基本内容的强调，看似成了研究中

国宗族问题的经典模式，却也在无形中渐变为限制

宗族研究实现范式突破的牢固枷锁。原因在于，当

我们把探求问题的视角移置于不同历史时期，或者

用于不同地域的具体宗族个案时，这种略显程式化

的研究“套路”却不见得能够充分解释相关宗族的特

性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史学界

开始兴起且至今热度未减的区域社会史研究，为重

新审视历史上的宗族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诠释路径，

尤其以华南地区作为试验场的闽、粤众学者的研究

最为引人注目。在他们看来，宗族世系之延续和维

持，固然依赖于兴建宗祠、制定族规、纂修族谱等实

践活动，但与其说这些活动是在宗族产生过程中或

成型之后出现的连带构成部分，不如说正是它们的

次第出现并有机拼合，最终缔造了宗族这一具有复

杂内涵的实体。刘志伟教授通过阅读华南地区的大

量族谱，注意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各谱所记该地

区各宗族先祖的历史，尽管在具体细节上可能千差

万别，但基本内容并无不同，或可理解为宗族起源书

写的“同质化”现象。例如，始迁至此的时间一般都

是在宋代，路线起点则是粤北或岭北，至明代初期基

本定居下来。人口的迁移和定居，只能说完成了宗

族建构的第一步，距离宗族之真正建立还有其他重

要环节尚待完成。

如刘志伟所说：“宗族的建立是一系列仪式性和

制度性建设的结果。”［１］（Ｐ１５１）所谓“制度性建设”，主

要指“由户籍登记而获得的编户齐民社会身份的延

续”；“礼仪性建设”，则是在宗族发展过程中所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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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士大夫化（或说儒家化）的思想和礼仪基础。这两

种建设，使得制度和文化有机结合，鲜明展现了明代

以后珠江三角洲地区如何形成国家认同［１］（Ｐ１５６）。

为此，很多宗族在不了解远祖或始迁祖生平事迹的

情况下，更乐于用追记、推衍甚至想象的方式，来编

织宗族的先代谱系［２］（Ｐ４０－４１）。从严格历史考证来

说，这些记载大多难称“信谱”，却不能否认，它们对

于汇聚族众群体，培养宗族意识，延续家世谱系，无

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通常所称“敬宗收族”一词，

也主要基于这个层面方得以实现。

其后，在《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

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一文中，刘志伟

与科大卫进一步阐发了这种思路。概言之，明清以降

华南地区发展起来的宗族，并非“古已有之”，而是明

代开始国家礼仪教化在地方上推广、渗透的结果。在

此过程中，地方又通过编修族谱、建祠祭祖等方式，一

面强化宗族意识，一面贯注国家认同。宗族的意识形

态，也就不仅是祖先、血脉的观念，其间还融汇了从国

家到地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面相在内的复

杂内容。这提示我们，探讨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不

能局限于“血缘群体”、“亲属组织”等渐趋固定化、程

式化的模板，而应从动态的具体实践层面去把握宗族

之形成、发展、形态、结构等诸问题［３］（Ｐ３－４）。

虽然上述研究的立论基础来源于珠江三角洲地

区，但不可否认其对华南以外的宗族研究同样具有

参照价值。基于此，当我们称以衍圣公为核心的孔

氏宗族时，显非预先框定其应该具有哪些所谓“宗

族”的必备特征和要素。很大程度上，本文借鉴并接

续刘志伟等人的论述，认为通常所称的孔氏宗族，并

不是早自孔子身后便已出现，而是随着历代统治者

加封孔氏嫡裔，尤其宋代确立“衍圣公”称号之后的

结果。也就是说，宋代以来阙里孔氏拥有了政治、经

济等多方面特权，越发注意“大宗”与“小宗”之主从

地位，“真孔”与“伪孔”之身份核验。正是依托于这

种强烈的“宗族意识”，方促成了“孔氏宗族”之实体。

这一点，正是我们要讨论清代衍圣公宗族问题的重

要起点。围绕以衍圣公为宗子的阙里孔氏，学界也

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重点放在探讨孔氏宗族组织、孔

氏族规与国法的关系等层面，并注意到族谱乃是孔

氏敬宗收族的“法门”①。但相比于华南研究学者所

倡导的以族谱来建构宗族，孔氏宗族在中国宗族史

研究中的特殊性仍然未被充分挖掘。这种特殊性，

根本上源于孔氏乃孔子后裔，即所谓“圣裔”，绵延两

千余年而不绝的漫长历史，贯穿了历代统治者的加

意扶植，也使其有别于其他宗族，而带有政治、文化

等多种要素综汇的复杂色彩。尤其常被忽视的面相

是，身列“圣裔”的孔氏子孙，通过纂作家族谱牒，以

期保持世绪不紊，在时人看来只是致敬先祖的表象

层面；只有恪遵孔子学说，精研儒家典籍，在传道序

列中占列一定席位，才真正称得上无辱孔氏门庭。

前一层意思即为“谱身”，乃是“尊祖之器”，后一层意

思则为“谱道”，乃是“尊祖之实”。这两种不同指向，

在清代衍圣公的笔下表现得尤为明显，反映了孔氏

阖族因系孔圣后裔而具备的独特的宗族观念。充分

揭示其中或隐或显的历史讯息，不仅有助于我们去

理解以衍圣公为代表的阙里孔氏的相关问题，还能

丰富学界对中国宗族史研究多面性与复杂性的认识

和理解。

一、“考世系，叙尊卑”：清代以前
孔氏族谱概述

　　关于孔氏族谱出现的时间，有学者认为至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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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既有研究，可参见何龄修等：《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４７５－
５４０页。张兆麟、钟遵先：《论曲阜孔氏的宗族制度———兼谈中国封建宗法家长制的特征》，《中国史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１
期。张显清：《封建家法是封建国法的补充———读〈孔氏族规〉》，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１辑，北京：书
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３７－１４８页。郭松义：《孔姓宗谱和孔氏家族组织———介绍曲阜孔府所藏家谱资料》，中国
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１辑，第１９５－２０８页。周祚绍：《修谱：收族的法门———清代孔氏修谱档案论析》、
《清代孔氏祖训族规论析》，分载《民俗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３期、１９９６年第１期。袁兆春的以下四篇文章：（１）《关于我国传
统社会的家族性司法———以孔府司法为例》，曾宪义主编：《法律文化研究》（第五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２）《孔氏家族宗族法研究》，韩延龙主编：《法律史论集》（第二卷），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３）《析孔氏家族宗族
法对中国封建国家政权的影响》，《政法论丛》１９９７年第４期；（４）《宗法继承对孔氏家族爵位继承的影响》，《济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推源至西汉时期，乃因司马迁作《孔子世家》，述及孔

子后代十余世的名字、世系、享年等信息，“从容写

来，凿然不紊，定有谱牒为依据”［４］（Ｐ２２４）。但这只停

留在推论层面，并无实谱可寻。另说东晋有人（佚

名）曾作《孔氏谱》，南北朝尚存，隋唐之后亡佚不

见①。目前可考且为孔氏子孙公认的最早一部孔氏

族谱，出自北宋真宗年间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翰

之手。孔宗翰，字周翰，生卒年不详，北宋曲阜人。

父道辅（９８５－１０３９），字原鲁，举进士第，位至右谏议

大夫、御史中丞、龙图阁直学士；皇祐三年（１０５１），

“仁宗思其忠，特赠尚书工部侍郎”［５］（Ｐ９８８３－９８８５）。

与父相似，孔宗翰亦曾“登进士第，知仙源县”。在官

方史书中，孔宗翰以“治有条理”著称［５］（Ｐ９８８５－９８８６），

然在孔氏家族谱系里，宗翰却因编纂了第一部史有

明文的阙里孔氏族谱（即《阙里世系》，凡一卷）而得

以留芳。孔宗翰自题《阙里世系》“序文”作于宋元丰

八年（１０８５），时“知洪州军事兼管勾劝农事”。按其

所述，以往孔氏家谱之法只书“世次承袭者一人”，导

致“疏略之弊，识者痛之”。在此前孔氏家族历史上，

涌现出了众多贤达之士，名著史册者如孔安国、孔融

等。但他们之所以为人所知，主要在于国史有传，而

非孔氏谱牒载录。其他众多失载于国史家乘的孔氏

先辈，反而难为后世知晓。鉴于此，孔宗翰“遽以旧

谱命工镂板，用广流传”［６］（孔宗翰序，Ｐ１０）。透过孔宗

翰序文可以看出，其纂谱初衷乃在于记录家族人物

往事，以补国史之不足，而与后世孔氏族谱讲求核身

份、防伪冒的思路（详下）大不相同。

孔宗翰纂谱几十年后，目录学家晁公武（１１０１－

１１７４）于南宋初年完成的《郡斋读书志》一书，也对此

作了介绍，内称：“《阙里世系》……孔宗翰重修孔子

家谱也……其家所藏谱虽曰古本，止叙承袭者一人，

故多疏略。宗翰元丰末知洪州，刊于牍。绍兴中，端

朝者续之，止于四十九代”［７］（Ｐ３９８）。晁氏显然曾寓

目孔宗翰之谱，但他的评价仍落脚到宗翰纠正了以

往孔氏谱牒的“疏略”弊病。自此以后，孔氏族谱开

始越出止载承袭一系一人的狭隘范围，扩及更多族

众，成为联络孔氏宗族各支成员的重要纽带。

晁公武提到的“端朝”，系指与其约同时代的孔

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朝。孔端朝生逢两宋之交，亲

历靖康国难，不但保存了孔宗翰旧谱，而且继续补充

完善，得使家族世次相沿不紊。孔端朝作谱序称：唐

季五代时，孔氏宗族散落四方，死亡殆尽。幸赖四十

三世孔仁玉守护祖墓，力保家业。仁玉后受赐祭器、

御书、田产、员役，得以复兴孔氏。然而，金兵入侵，

再次打破了短暂的安定局面：“靖康丙午（１１２６），群

盗蜂起，家所蓄藏，荡然云散。”［８］（Ｐ３１２）。孔端朝被

迫于建炎二年（１１２８）去陵南奔。次年八月，“蒙恩以

孔氏子孙，特差徽州黟县令”。两年后，“张琪犯徽

州，黟之四境，焚杀一空”，端朝只得携上颁诰敕、祖

父遗书，再次逃亡。流离过程中，孔端朝意外发现了

孔宗翰所纂旧谱，“独此谱，山中人得之，转以见归”

［８］（Ｐ３１２）。如今失而复得，实乃天佑孔氏不绝。

孔端朝该文作于宋高宗绍兴二年（１１３２），彼时

距宋室南渡不过五年。在此之前，孔氏宗族多是依

庙而居，故能在王朝加恩之下，维持世系和恩荣延

续。然而，当“异族”入侵、社会动荡之时，不仅造成

了山河易色，王室播迁，更直接打破了孔氏宗族原本

聚居故里的安定局面。如果说“家所蓄藏，荡然云

散”尚为最直接损失，那么族众散落甚或由此凋零不

继，更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患难。孔端朝经历了“靖康

之耻”及周转南迁的惨痛过程后，庆幸孔宗翰此谱能

够完存，遂在其基础上增补续纂。应该说，这也是孔

氏子孙首次切身体会到，保存并延续家族谱牒，堪为

应对社会变局进而确保圣脉不绝的迫切之举。

孔宗翰所纂《阙里世系》今虽难觅，孔端朝续纂

《孔氏族谱》也已亡佚，但两者开创的谱牒书法，极大

影响了后来孔氏族谱纂修活动。宋、金以降，有关孔

子世系、孔氏后裔的家族谱牒相继出现。尽管其中

一些只见于同时代人著述之中而未能流传甚久，但

对继之纂谱者来说，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这也是孔

氏家族谱系能够绵延恒久并保持基本不紊的一个缩

影。周洪才先生在《孔子世家艺文志》书中单列“家

谱类”一目，对其所见或所闻的孔氏族谱作了较为全

面地罗列和考辨。就周著所载清代以前孔氏谱牒资

料来看［４］（Ｐ２２４－２４１），早期的孔氏族谱尚未有固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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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朝宋裴松之（３７２－４５１）注《三国志》、南朝梁刘竣（４６３－５２１）注《世说新语》，均曾提到《孔氏谱》之名，并征引其中相
关文字，参见周洪才：《孔子世家艺文志》（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２４页。



谓，如《阙里世系》《孔氏族谱》《孔氏宗谱》等，往往来

自编纂者或后人著录时采用的叫法，其实并不见得

忠于原书。在内容方面，自孔宗翰、孔端朝以降，续

纂者已不限于只记载具有承袭之权的宗子嫡裔，而

是尽量把更多族众纂录其中。这一重大变化，显然

受到了宋金、金元、宋元、元明等动荡转折时期社会

变乱所导致的族人流散局面的直接影响。族人流

散，则易造成谱系不明，世次混乱，甚至他姓冒入，最

终引发严重的“家族危机”。清代以前，孔氏族谱编

纂者虽不尽为宗子衍圣公，但均产生了这种忧虑意

识。因此，凡值社会安定之时，都会把纂修家谱视为

目下要务去竭力完成。

典型的表述，在明代孔子第六十二世孙孔闻韶

袭封衍圣公期间（１５０３－１５４６）也可印证。彼时距明

初阙里纂谱已过一百六十年，孔氏族人生齿渐繁，倘

不进行续录，势必愈发难以核寻。亲主其事的族人

孔承懿（六十代）即说：“世系明白，胤绪绵远，宗族共

处，而不失先王合族之法者，自吾孔氏之外，罕有俪

焉。”［９］（Ｐ８８４）有感于自四十六代孔宗翰以来诸先辈

纂修族谱的努力，孔承懿同样意识到：“谱牒之修，所

以考世系，叙尊卑，表先德而合族者也。顾吾门为海

内文献之家，而家乘久稽缺而不修可乎？”［９］（Ｐ８８５）除

了“考世系”、“叙尊卑”等纂修谱牒时的惯常考量，孔

承懿显然还有更深用意，即提醒所有孔氏子孙，勿忘

己身荣遇之所自，遵礼守法，安分勤业，以此延续圣

脉不绝。这两方面考量，贯穿于孔诚懿为此次修谱

所作序文中。身为孔子后裔，应该认识到：“荫祖宗

之遗气，乃有此身；而此身之所托，乃得为圣人之后

裔”［９］（Ｐ８８５）。追思祖源，致敬先代，乃是宗族慎终追

远的常见方式，对孔氏后代来说尤其如此。因受孔

子遗泽，历代蠲徭免役，至优极渥，进而保证了孔氏

宗族“济济诜诜，皆一脉之流传”［９］（Ｐ８８５）。不过，孔

诚懿提醒说，宗族兴盛局面固可欢喜，却也应时怀敬

慎之心，“修德以法乎祖，循理以畏乎天，修已以正于

家，安分以勤其业。遵诗礼之庭训，守朝廷之法律，

清白是持，忠孝自勉”，唯如此，“则盛者可保于无穷，

满者可延于永久，而上天亦将永绥厥绪矣”［９］（Ｐ８８５）。

此处，孔诚懿突出强调了两点：一是通过纂修族谱来

考辨孔氏世系，以期统合全族，不使遗漏，更防止伪

孔窜冒；二是念祖敬宗，不负朝廷作养之恩和先祖荫泽。

不过，清代以前孔氏族谱的重点仍落脚在了“考

世系”和“序尊卑”层面。曾参与“天启谱”编纂的孔

子第六十一代孙孔宏颙说，以前的孔氏族谱“祗具写

册，宗族未克编录”，间逢兵燹乱世，便极易导致散失

难寻。为此，孔宏颙强调：“稽谱牒之设，盖以表氏族

而纪世系，垂诸永久……我族谱之刊，所以有功宗门

也。”［６］（孔宏颙序，Ｐ１０－１１）。时任曲阜知县、六十二代

孔闻简，也在该谱序文中开宗明义地宣称：“百家之

有族谱者，谱其族以联属亲，亲于无穷也”。作为发

源绵邈、阅历千年的阙里孔氏，“子姓之繁衍，不啻亿

万，非有谱以志之，高曾而上，玄闻而下，将有不可别

识者矣。此孔氏族谱不容以无作也。”［６］（孔闻简序，Ｐ１２）

孔氏后裔对谱牒之用的表述，实际也反映了在

宗族蓬勃发展的宋明时期人们的普遍认知。明前期

理学家薛瑄曾说：“自古宗子之法废，而世之人类不

知所自来，往往亲未尽而相视如楚越者有焉……修

其族谱，纪世次，序疏戚，使其为子若孙者得有所考

据，而知所自来……此族谱之作，亦古宗子之遗法，

而有关于家道人伦为甚重也。”［１０］（Ｐ７７７）。这一观

点，在明清两代堪称“共识”，促使各地宗族纷纷将之

付诸实践，编纂出了数量庞大的谱牒家乘。

以衍圣公为代表的孔氏后裔，凭借其先祖孔子

的尊贵地位，获得了历代王朝绵延不绝的推恩封赐。

这种独特荣典，却非外姓所得与享，自然会招致部分

非孔姓人员心生艳羡，并设法混充其间。另外，类似

赘婿更姓、收养螟蛉等复杂情形，同样会扰乱孔氏家

族的正统谱系。所以，孔氏谱牒之编纂自不会只停

留在考录世系、记载家史、联属宗亲等表象层面，而

兼具核伪冒、防乱宗之功效。从流传至今资料最为

丰富的清代各类孔氏谱牒中，可以鲜明看到这一特点。

二、“锄非种，辨窜冒”：清代孔氏族谱
的中心意旨

　　有清一代，各地宗族往往会制定繁简不一的家

法族规，动辄十数条乃至上百条不等，内容囊括立

继、财产、婚嫁、诉讼等方面。家法族规虽然不像国

家律法那样遍施于每个个体，但对本族成员仍具有

极强约束力。学界普遍认为，家法族规与王朝法令

相互配合，一道维持和巩固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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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这些家法族规，不仅钤刻在宗族祠堂的醒目

位置，对族众日常生活产生警惕和约戒之功，而且编

录于宗族谱牒。通过定期续谱，家法族规得以流传

后世，成为约束本族子弟的通则。

朱勇先生研究清代宗族法时特别注意到：“孔氏

宗族法非常重视小宗大宗、真孔伪孔的血缘性身份

鉴别”［１１］（Ｐ１２３）。殊不知，大、小宗与真、伪孔虽然都

涉及“圣裔”血统问题，具体指向却有差异：前者限于

孔氏内部，更多强调了伦理秩序；后者则主要用来区

分于冒姓孔氏的他姓族人。清代孔氏宗族法令或说

谱牒规范表现出了鲜明特点，其中贯穿着的一条核

心线索，便是考辨真伪，进而剔除非种，保持世系之

有序和血统之纯净。这种“内外———真伪”之别，比

其他任何宗族都更为强调，故而显得格外醒目。

（一）“孔末乱孔”劫难的记忆流转

孔氏子孙的血统被后世看重，源自孔氏家族史

上的一段惨痛经历，史称“孔末乱孔”。有关该故事

的常见叙述是：唐季五代之交，外族纷扰，天下大乱。

孔府内部洒扫户孔末，乘乱杀死了孔子第四十二代

孙、文宣公孔光嗣，其他圣人子孙亦几为之绝。当

时。光嗣之子仁玉被母张氏抱于外家曲阜张阳里，

得免于难①。待孔仁玉长成，族人把孔末逆行上于朝

廷，时在后周太祖时期。经访查，孔氏族人所述属

实，周太祖遂治孔末之罪，白仁玉真实身份于天下，

还其爵秩，命主孔子祀事。此后，孔氏宗族子孙渐

繁，孔仁玉被尊称为孔氏“中兴祖”，在家族历史上占

有重要地位。

然而，“孔末乱孔”并不见书于两宋时人的著述

或孔氏家乘，反而最早出现于三百多年后的元朝天

历年间。天历二年（１３２９），孔子第五十四代孙、衍圣

公孔思晦在所作《阙里宗枝图记》中，首次叙述了“孔

末乱孔”始末，奠定了后世传衍此事的基本框架。孔

思晦《阙里宗枝图记》称：早在宋文帝元嘉十九年

（４４２），诏命鲁郡土民孔景等五户职奉孔林洒扫。其

后，孔景“遗胤浸致强横”。至孔末时，正逢五代乱

世，便将文宣公孔光嗣等圣人子孙驱杀殆尽，光嗣之

子仁玉避难外家而免遭荼害［８］（Ｐ３４９）。在最初的版

本中，孔末祖辈孔景本是史书明载的孔林洒扫户，并

不涉及孔末原为他姓的记录，这与后世所传细节不

尽相同。不过，孔末确非孔子后代，与通常所称阙里

孔氏乃同姓而不同宗。所以，《阙里宗枝图记》里的

“孔末乱孔”，主要指孔末夺爵冒宗，杀害“圣裔”，使

后者一度濒临家族灭亡之险境。

自孔仁玉以降，孔氏后裔便以“内孔”（或“真

孔”）自居，而与“外孔”（或“伪孔”）严格区分开来。

“其有谱系，同居者谓之裔封院，外居者谓之外院，非

吾族也”［８］（Ｐ３４９），即是此谓。孔思晦记述了在他之

前的一些先辈为区别内外之孔所做的努力，如绍圣

四年（１０９７）的《孔氏宗枝碑铭》载：“夫外院者原非同

居”，既不属同宗，便应勒石诫于后人，以免混淆本宗

枝派。金明昌三年（１１９２），“孔寅孙以端修不令其弟

男之人入学，诉诸礼部；以寅孙等系外院而非正嫡，

是因端修之议而黜”［８］（Ｐ３４９）。另外，内外孔的家族

坟墓也各置一处，以示有别。在孔思晦看来，伪孔／

外孔“每怀觊觎之心，伺隙辄发，欲侥幸以玷吾之

真”，历代才会“辨正如此之严，恐以他人而祖先圣，

乱吾正嫡之传”［８］（Ｐ３４９－３５０）。同理，孔思晦撰勒《阙

里宗枝图记》，也正为了严辨内外之孔，以防他姓混

入先圣血统，王朝加恩旁散于外。这在其后的孔氏

族谱纂修过程中始终被列为核心原则，进而切实贯彻。

回到所谓“孔末乱孔”本身，有学者注意到，《阙

里宗枝图记》等阙里谱牒和志书关于此事的描述，虽

出自孔氏族人之手，但真实性颇为可疑。鲜明的“证

据”是，早在宋太祖乾德二年（９６４）就已立石的孔仁

玉墓碑中，并无一语涉及仁玉幼年时竟险遭迫害，也

未载何人曾经窜扰孔氏宗绪。同样，金代孔元措所

撰《孔氏祖庭广记》一书，记有孔光嗣、孔仁玉父子的

生平事迹和职任履历，却唯独不及“孔末乱孔”等相

关情形。

还可加以引证的是，元大德四年（１３００），孔子第

五十三代孙孔淑编的《阙里世系》谱序说：“自汉以

来，唯我先圣世有袭封奉祀，历代相承，家谱最备。

逮五季丧乱，宗支垂尽，亦惟天幸，四十三代袭封尚

书讳仁玉独免其祸，护守林庙，以下族属皆其所出”

［４］（Ｐ２２９）。序文中虽也述及，在孔仁玉前后孔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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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面临凋零灭种危机，根本原因却是受了五代时

期社会动荡的影响。倘若孔淑曾经与闻有关“孔末

乱孔”的记载和传说，定不会描述地如此隐晦。这便

进一步说明，“孔末乱孔”成为后世孔氏家族共同的

历史记忆，实始于元朝孔思晦所作《阙里宗枝图记》。

其后，明代出现的《孔氏报本酬恩记》也起到了

重要推助作用。《报本酬恩记》作于明宣德五年

（１４３０），作者为阙里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张敏。通览

记文，其内容大多来自时任衍圣公、五十九世孔彦缙

和时任曲阜尹、五十五世孔克中等人口述。对于“孔

末乱孔”那段家族劫难，孔彦缙等说：“时值五代，四

方弗靖，有伪孔氏孔末者，因世乱，心生奸计，意欲以

伪继真，将吾孔氏子孙戕灭几尽。时（孔）光嗣祖任

泗水令，生四十三代祖仁玉在襁褓中。难兴之日，光

嗣被害，祖母张氏抱子仁玉逃依母氏，得免其难。”

［１２］（Ｐ８４８－８４９）事件梗概与之前孔思晦的叙述基本一

致。文中提到孔末“心生奸计”、“以伪继真”，显然是

说孔末本非孔氏“圣裔”，乃是“伪孔”，却也不涉及由

其他姓氏改为孔氏的问题，只不过孔末与孔子后代

同系不同宗罢了。在追述了孔仁玉“中兴”前后的波

折经历后，其感慨曰：“孔氏之不绝者，如一发千钧，

红炉片雪，几何而不为伪孔有也。”［１２］（Ｐ８４８）。《报本

酬恩记》文末尾叮嘱孔氏子孙：“吾祖仁玉母子虽脱

巨害，向非外祖张温保养安全，其何以有今日乎？兹

传五十九代，子孙族属之盛，绳绳蛰蛰，皆吾外祖张

氏之所赐也。”［１２］（Ｐ８４９）。因此，以后应在各个方面

优报张家，俾二氏永为骨肉之亲。

报本酬恩碑的主旨是感念张氏存养之功，但每

当孔氏后裔叙述、载录这段历史时，自然会涉及“孔

末乱孔”话题。因此，我们可把《孔氏报本酬恩记》与

《阙里宗枝图记》俱视为孔氏宗族区别内外、核除伪

冒的重要表达。应看到，后世所载“孔末乱孔”的细

节与孔光嗣、孔仁玉的真实生平事迹多有牴牾，但在

历代孔氏子孙的层累书写和反复唤醒下，“孔末乱

孔”恰恰变成了凝聚孔氏家族的反面事例。赵文坦

教授指出，“孔末乱孔”一说之能出现，尤其还被安置

在唐末五代，与后人对当时社会动荡和政治混乱局

面的认识存在密切关系。元、明以降，孔氏族人所传

录的孔末杀害孔光嗣及孔仁玉中兴等事，很大程度

上是书写者（如五十四代孔思晦和五十九代孔彦缙）

基于各自现实需求，而突出刻画出来的一套叙事

［１３］。饶是如此，“孔末乱孔”的故事还是变成了自孔

仁玉以下阙里孔氏子孙的共同记忆，以此来提醒族

众去辨别区分内孔（真孔）和外孔（伪孔），更防止他

姓不法之徒冒名窜入。

沿至清代，孔氏宗族人口滋生繁衍，且在君主与

士林推崇下，“圣裔”身份非比寻常，故对核辨真伪的

需求也较往代更加强烈。康熙前期，孔子第六十四

代孙、著名文学家孔尚任，曾编纂过一部流通不广的

《新阙里志》，其中重提“孔末乱孔”旧案，折射出当时

阙里孔氏子孙对此事的记忆和诠释。如孔尚任所

记：“有洒扫户孔景者，本不姓孔，因服役圣庙，改随

主姓。其裔孙蕃蔓，遍于阙里。五代时，有景裔孙孔

末者，结党勾贼，歼灭真孔，冒袭封爵。幸天祐我族，

死灰复燃。”［１４］（Ｐ２６６）。孔末之后，外孔便始终存有

“害主”之意，并仿内孔名号、行辈，以混图冒窜为真。

历史上，如金代孔寅孙、孔之仙，元代孔礼等人，“或

讦告，或谋杀，罪难指数，仇不共戴天”［１４］（Ｐ２６６）。

在孔尚任看来，伪孔（外孔）的根源，要追溯到宋

元嘉时期洒扫户孔景因服职圣庙而改随主姓。孔景

身后，子孙枝蔓繁衍，甚至萌生出了夺爵之欲，孔末

作乱便是最明显的事例。孔末虽最终被治罪（另有

“诛”等说法），但外孔子孙仍在传续，时时威胁着孔

氏正统谱系。孔尚任所列孔之仙、孔礼等伪孔诸人

“劣迹”，便是鲜明例证。以至于连明太祖朱元璋也

要特意下旨，辨除伪孔，令其与寻常百姓一体当差。

不过，这些举措收效并不彻底，导致几百年后包括孔

尚任在内的孔氏族人，仍会在续纂阙里志书时一再

强调“杜伪姓”。

乾隆年间，孔子第六十九代孙孔继汾的认识更

进一步。他先是客观地看到，先秦时期以“孔”字为

族者并不仅限孔子一系，只不过其中的大部分并不

著闻于后世。但也不能否认，历代史传孔姓名人“往

往有在我家谱系之外者”，继而说：“虽吾宗失传者固

多，然安知其非出诸孔之后乎？”［１５］（Ｐ３２０）及至阅读

了有关“孔末乱孔”的相关记载，孔继汾才真正生发

出了关于孔氏的内外／真伪意识：“自唐季陵迟，氏族

道废，遂有乘间肆凶、冒昌平之荫如孔末者，然则溯

源流，慎派别，亦所以锄非种而辨窜冒也。”［１５］

（Ｐ３２０）。其中，“锄非种而辨窜冒”一语，堪为“孔末乱

７３



孔”劫难历经元、明、清三代数百年的层叠叙述后，带

给阙里孔氏族人的最强烈感受，也深刻贯穿到了有

清一代孔氏谱牒编纂实践之中。

（二）严防伪孔冒入圣裔谱系

清代在继承前朝基础上，对与宗族密切相关的

立继问题颁有明确法令。《大清律例》载：“无子者，

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

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

嗣。”但对收养异姓为义子者，则有多方限制，如“不

许（义子）将分得财产携回本宗”；当出现义子乱宗等

情况时，养父母会受到连带处罚［１６］（Ｐ１９５－１９６）。以

此为准绳，清代各地宗族制定的本族族规祠约中，亦

常常写入相应内容。

对清代大部分宗族群体来说，防范异姓“乱宗”，

并将其隔绝于族谱之外，一方面出于维持本族血统

纯净的考虑，更重要的是确保家族财产安全传继，不

致落入外人手中。在这方面，以衍圣公为首的孔氏

宗族，相较其他宗族更强调族员身份之真伪，甚至每

一次颁布族规或纂修族谱，均会对此反复宣谕。从

涵盖全体孔氏成员的《孔子世家谱》（乾隆九年），到

各地孔氏所纂本族支谱，无不贯注了此般考量。究

其原因，当然与前述“孔末乱孔”的惨痛家族记忆有

着密切关系。清代众衍圣公已认识到，谱牒家规的

基本作用乃在于“别外孔而亲一本”［８］（Ｐ１８）、“别内外

而正宗派”［８］（Ｐ６１）。易言之，维持“圣裔”血统纯净，

诚为孔氏阖族要事。依据部分清代孔氏谱牒和家规

材料，我们择取如下１１条有关“防冒入”的表述文

字，并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分析孔氏宗族是如何强

化、凝聚自己的身份意识，并探讨这些表述最终产生

了什么样的实际效果。

１．“严锄非种。礼戒乱宗，律严冒姓，非为子孙

为祖宗也。或有血抱姊妹之子，不同他人，而养父业

身故无后，其子又素循谨葬祭者，方得入谱。仍注养

某家某人之子为子，非如此者不听。若本族有子出

养他姓者，仍许注明于谱。”①

２．“严防乱宗。非吾族类，无容混渎。前人遗

诫，昭垂简册。乱宗之防宜严也。渎姓乱宗，每出于

抚养义子，而抚养义子，由不立继。以后凡无嗣者，

立继大典，务宜及身举行。毋得听用妇言，抚养螟

蛉。违者，押令立继，螟蛉送还本父外，罚银三两供

祭。或其前代抚养，冒姓已久，速令归宗。难遽迁

徙，复其本姓，而以邻人遇之有等。私祭通情，及寿

诞入泮，登祠谒祖，敦请割酌，俱听与事，殊属紊乱。

嗣后虽各房私祭，容养子入胙者，罚银三两供祭，饬

令止胙。请义子登祠，罚银五钱。”②

３．“异姓勿扰。语云：侄犹子也，以其为一父之

孙也。人如无子，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

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其俱无，方许

择立远房及同姓之侄为嗣。其乞养异姓义子，以乱

宗支者，别姓尚干律例，况吾族圣裔，岂容他门冒宗。

如有蹈此，断不许入祠堂。吾子孙其勿为焉。”③

４．“禁负养螟蛉，轻弃祖居基地。昔承旺公诣谒

林庙，蒙宗主衍圣公戒谕此事，载在谱牒，彰彰可考。

合族立有禁约，凡无子者，当以亲房亲侄为继，不得

负养螟蛉，及以姑表妻倒之子为嗣，冒姓混宗。有家

贫鬻祖居基地，当先问亲房承买，亲房无力，别房承

买。族长从公酌价，不得卖与异姓，永以为禁。”④

５．“一、以义子承祧者不许入谱；一、以赘婿奉祀

者不许入谱。”⑤

６．“严斥假冒，所以去伪而存真。分别贤愚，所

以彰善而瘴恶。今当甲子之修谱，用申布告之誓词，

凡我宗执事人员，毋便己私，毋殉情面，毋惮劳而就

逸，毋挟怨而生嫌。各宜清白乃心，恪供厥职。共禀

协恭之谊，以光久大之谟，嗣后如不遵誓词，有渝此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此为福建建宁县三滩孔氏续修家谱时所颁《条例》的第三条（共八条），条目名称是“严锄非种”。参自曲阜师范学院历
史系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３编第１册，第１９－２０页。

此为福建建宁县巧洋孔氏《族规》的第八条（共十二条），条目即是“严防乱宗”。参自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曲阜孔
府档案史料选编》第３编第１册，第２７页。

此岭南孔氏《家规条例》的第六条（共十条），“异姓勿扰”为其条目。参自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
选编》第３编第１册，第５９页。

此为清代临川孔氏支谱《家规条例》的第十七条（共二十条）。参自孟继新主编：《孔府档案珍藏》，第３４５页。

此为乾隆九年（１７４４），衍圣公孔昭焕组织纂修族谱时，贴于孔府诗礼堂的《告示》，共计六条，此为第一、二条。参自《曲
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３编第１册，第２３６页。



盟者，宗族所不齿，名教所不容，天地、祖宗其共殛

之。”①

７．“族谱之修，为家门重典。其最宜慎者，一曰

假冒，二曰遗漏，三曰妄忝虚名。今以三者较之，假

冒之弊尤重。在前孔末之事，可为殷鉴。孔氏之不

绝者，幸耳。嗣后，孔末子孙又有孔寅孙者，欲冒圣

裔，诉于礼部，而礼部黜之；孔之仙者，欲冒圣裔，而

族长孔玭不从，遂杀玭家十余人……古人有曰：‘非

我族类，其心必异’。又曰：‘非其种者，锄而去之’。

又曰：‘宁失一真，勿认一假’。故不得不严其辨

也。”②

８．“严核假冒。念漆桥自文昱公迁居以来，昭穆

相承，十有数世，子姓相衍，万有余丁。人多则宗派

易混，户众则贤愚杂出，圣脉真传，岂容溷乱。近世

以来，或以养子奉祀，或以赘婿承祧，或娶再醮而以

前子箕裘，或居隔境而以异姓似续，各分长务宜查明

斥逐，切勿因循干咎。至流入僧道者，下贱者，干犯

名义者，毋得混登谱牒，然既惩其不率，亦复许以自

新。若能去邪归正，悔愆改行，自当收入。毋苛毋

纵，酌乎情理之至。”③

９．“义子不准入谱；赘婿奉祀者不准入谱；再醮

妇带来之子不准入谱。”④

１０．“一，凡养异姓者不许入谱；一，凡赘婿冒姓

者不许入谱；一，凡随母带来之子不许入谱；一，凡承

立外姓不归宗者不许入谱。”⑤

１１．“除遵照旧谱前定条规，干犯不孝不弟，流入

下贱，皂子、赘婿、僧道、义子不准入谱外，合再酌拟

数条……大谱自乾隆甲子重修后百有余年，各户内

支派繁多，亦有绝祀五传者，易于混淆。诚恐有伪孔

夤缘贿属无知户头、户举，串通舞弊，诡名冒认，乱我

宗派。仰族长、举事、提调，细心严查。如有前项等

弊，许户头、户举及本户族人据实禀揭。倘户头、户

举挟同捏饰，一经查出或被人指查，定行送官治罪，

决不宽贷。”⑥

上引１１条文字，有的直接来于孔氏大宗即衍圣

公之手，有的则是流寓外地孔氏根据阙里本庭的祖

训箴规改写而来。按其内容，首要任务不外乎严锄

非种，防止伪冒。对衍圣公等孔氏族人来说，“伪”的

第一层含义是孔景、孔末留下的子孙后代，需要时刻

防范和警惕。如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孔子第七十四代

孙、衍圣公孔繁灏咨呈礼部的一道文书，就鲜明诠释

了这一点，内称：“孔氏自五代时，遭家人孔末之难，

其子孙名为外孔，与六十户族人世为仇敌。虽经编

曲阜民籍，而外孔多有代远年湮，难于稽考，冒入流

寓，以为鱼目之混。”［８］（Ｐ３５１）。此时距离所谓“孔末

之乱”发生的年代已过近千年，但这段文字仍透露出

了浓烈的仇恨气息。正是孔氏家族自身，尤其宗子

衍圣公，通过不间断地书写和传衍，延续了这一家族

记忆，进而召唤起每个族员、子弟的族属（内孔／真

孔）意识。

另外，诸凡“赘婿”、“义子”、“随母带来之子”（也

称“再醮妇带来之子”）等身份，向例亦不准入谱，则

统可看作“伪”的第二层含义。清代临川孔氏支谱中

的家规条例，有一条即称：“禁负养螟蛉，轻弃祖居基

地”，并进一步规定：“凡无子者，当以亲房亲侄为继，

不得负养螟蛉，及以姑表妻倒之子为嗣，冒姓混宗；

有家贫鬻祖居基地，当先问亲房承买，亲房无力，别

房承买；族长从公酌价，不得卖与异姓，永以为禁。”

［１５］（Ｐ３４５）。在衍圣公统领下，孔氏家族每次纂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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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此为乾隆九年，衍圣公府为修谱事宜而申告执事人员的誓词。参自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

第３编第１册，第２６５页。

此为乾隆十年《孔子世家谱》修成后，孔子第六十七代孙孔毓佶为该谱所作“跋”文。参引自周洪才：《孔子世家艺文志》

上册，第２４８－２４９页。

此为嘉庆十年（１８０５），七十三世衍圣公孔庆镕，对高淳县房长孔毓申呈请批准条规所作的批示，兼具家规族法的意义。

参自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３编第１册，第２９１页。

此为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孔氏族长、林庙举事会同制定并申送衍圣公府的“修谱格册”上的文字。共计六条，此为第二、

三、四条。参自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３编第１册，第２５１页。

此约为嘉庆、道光时，河南光山县孔氏支谱前的“遵谱条规”，即孔氏入谱条规。共计八条，此为前四条。参自曲阜师范
学院历史系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３编第１册，第２８９页。

此为道光三十年（１８５０），衍圣公府为开馆修谱通知各户族人呈送草谱的告示。共涉及七个方面，此为第一条。参自曲
阜师范学院历史系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３编第１册，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谱即相当于完成了一次去伪存真的过程，这也是孔

氏宗族缘何能够长期保持较强凝聚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学界对孔府和孔氏宗族

编纂族谱活动的认识，受到了特定政治环境和意识

形态的影响，将阶级斗争看作贯穿孔氏修谱（含大宗

谱、支谱）的一条主线。背后的逻辑是，历代农民起

义往往对“封建贵族”宗法制度造成极大破坏，孔氏

宗族衍圣公深惧战乱导致“族众避乱遐方”，或再发

生历史上“孔末乱孔”那样的惨痛劫难。这便要求，

通过及时、稳定地修谱活动，强化孔氏宗族秩序，维

持封建统治，“成为宗族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准绳审查

族人的极重要一环”［１７］（Ｐ４９３－４９４）。这种观点的缺

陷在于，过分突出了衍圣公与其他孔氏族众之间的

对立关系，故把家规谱牒径直看作封建宗法体制下

束缚人身自由的“文字枷锁”。殊不知，衍圣公纂修

族谱的重要目的，乃是强化孔氏宗族的凝聚意识，防

止伪冒窜入，维持孔氏家族世次完整和胄裔昌盛。

我们还可例举清代衍圣公如何处置孔氏族人同

姓为婚案件，加深对此中意旨的了解。一般认为，

“同姓不婚”原则始于周代，源自人们认识到了近亲

婚配对后代造成的危害。众所闻知的“娶妻不娶同

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１８］（Ｐ１２９４），

以及“男女同姓，其生不蕃”［１９］（Ｐ７３）等叙述，很早便

形塑了人们对此事的看法。无论家规族法，还是国

家律令，往往都有相应条文，禁止同姓之人为婚。究

其背后原因，既考虑到潜在的不良遗传基因风险，也

包含了对伦理秩序和礼法准则的考量［２０］（Ｐ２３－２５）。

但具体到孔氏宗族，各时宗主衍圣公无不强力禁止

族人“同姓为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范那些“伪

孔”成员借机窜入，扰乱先圣后裔的正常统绪。

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春，亲主孔府事务不久的七

十三世衍圣公孔庆镕，接到了一份署名孔继英的族

人所上禀文。文内揭发说：“今有西林户孔继登之

女，匹配西隅社孔承伦家为婚。律以周公之礼，有犯

王章；执以至圣之前，有忝圣祖。况孔继登又系岁

贡，何理不晓，何律不明……孔氏不读诗书者，尤而

效之，复成何景象？恐族众不法种种。”［８］（Ｐ８２）。表

面看来，此一案件并无特别之处，即孔氏同姓为婚，

既干犯律令，也有玷“圣裔”身份，所以孔继英禀呈衍

圣公加以处置。但孔继英的另一句话无疑更为关

键：“失谱之孔，溯其水源木本，固不可结亲；孔末之

后，孔氏世代仇人，更不可结亲。”也就是说，“被禀”

对象、孔继登女所匹配者———西隅社孔承伦家竟然

是“伪孔”，而非真正“圣裔”！这一信息，才是此案的

要害所在。衍圣公孔庆镕也围绕孔继登结姻“伪孔”

而作出批复：“同姓为婚，有干律禁，况孔末之后，为

我宗世仇……如果实情，孔继登实属有玷斯文，有忝

祖德。”［８］（Ｐ８３）。

与此案发生大约同时，另有一名来自仁义社坊

岭村名叫孔邱氏的族人，向衍圣公府“自首”，披露其

子孔昭钦于是年四月赴省报捐监生时，与同姓孔承

经家聘定了婚约。所以，孔邱氏赶紧会同媒人，通知

孔承经，“两家情愿退亲，聘礼交还”，并主动呈告县

主袁太爷存案。饶是如此，当衍圣公府听说此事后，

还是派员前来传押孔昭钦。据其家人称，昭钦“买卖

出外”，并不在籍。所以，孔昭钦之父特呈此文，恳请

“免传销案”。但从后来结果看，这些努力显然都无

济于事，衍圣公府的批示是：“同姓为婚，已干禁例。

况孔末之后，为我家世仇，岂可忘仇联姻？迨经本爵

府查知，尔子惧罪而逃，虽经该氏退回聘礼，呈明县

案，但孔昭钦究属有忝祖德，有玷家风。仰族长永订

注册，不准入户。并饬知谱馆人员及该户户头，遵照

办理可也。”［８］（Ｐ８５）处置思路与上述“孔继登案”如

出一辙，且严厉到把孔昭钦革除出户、不准入谱的程

度。归根结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孔氏嗣孙非

常人也”［８］（Ｐ４８），故应时时对自己的“圣裔”身份有着

清醒体认，尤其注意辨别、区分与孔末之后即“伪孔”

的不同。

（三）详慎考核流寓孔氏支派

孔氏宗族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受战乱、灾荒、

人口迁徙等影响，大量族人流散至外地，被称为“流

寓户”或“流寓支派”。孔氏流寓外地的过程，早自四

十三代“中兴祖”孔仁玉之前便已开始，并在其后进

一步加快和扩大。据统计，唐代末年孔氏计有１０个

流寓宗派和４个支派；宋代以降，另增加４个流寓宗

派和３０个支派；下逮明清，阙里孔氏“六十户”族人

之下又有５４支流寓外地。清季民初，孔氏族人流寓

之迹，已遍布今山东、山西、黑龙江、吉林、辽宁、河

北、河南、两湖、两广、江苏、浙江、江西、福建、云南、

贵州、四川、陕西、甘肃等众多省份［２１］（Ｐ４０９－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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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孔氏族人迁至何处，或已在当地寓居多少

年，他们仍会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阙里祖庭之间的

联系，且奉孔子嫡裔衍圣公为大宗①，其中，各支派定

期编纂孔氏支谱，无疑是密切与阙里联系，进而强化

族属意识和身份认同的重要举措。据郭松义先生统

计，庋藏于孔府的孔氏族谱共有３５８种，清代部分比

重最大，达２８７部。族谱类型，既有以衍圣公为核心

的大宗谱，也有记载各地流寓孔氏的小宗谱和支谱。

从族谱分布看，作为孔氏发祥地的山东最多（１１９
部），继而为直隶（６４部）、河南（５０部）等邻近省份，

宗族势力普遍发达的广东、江苏、安徽等省又次之。

其他所涉省份，亦与前列孔氏族人流寓之地相符，甚

至远迁朝鲜的孔氏族人也有谱牒传世②。这种流出

同源且日益昌荣的局面，恐怕在整个中国宗族发展

史上也是很罕见的个案。

孔府之所以收藏着数量如此庞大的孔氏族谱，

尤其还包括流寓远近各地的支谱，乃因每当各流寓

支派纂修族谱后，均会送呈一份至衍圣公府，以供备

案和核验，藉此获得宗主衍圣公对本支成员“圣裔”

身份合法性的认证。再深究之，只有被确认为“真

孔”无疑，各孔氏支派才能“均沾”来自封建王朝的格

外加恩，如优免差徭等。为此，清代衍圣公府曾颁

令：“孔氏子孙流寓各府、州、县，朝廷追念先圣，优免

差役，毋得因而占隐他姓，以蠹有司之所。”［８］（Ｐ５５－

５６）。乾隆时期，孔继汾也说：“至孔氏子孙流寓他处

者，各以小宗立谱。凡谱成，必诣阙里，请钤宗主之

印。曲阜旧谱有流寓一卷，载其初迁之祖，所以纪始

分；略其以下之系叶，所以阙疑而存信，立法亦綦周

密矣。乾隆甲子修谱，同事者为宁遗毋滥之说，请于

宗主，削此一卷。汾争之不得，然于心窃有所未安

也。故于兹考，仍表而出之，并叙其支派所自分，以

补谱之所阙。”［１２］（Ｐ６６６）。可以看出，在乾隆甲子（九

年，１７４４）修谱之前，很多“曲阜旧谱”往往专辟一卷，

记载流寓诸支派“初迁祖”的世次、居地等信息。后

来因流寓支派渐繁，一度将该卷取消，只收录居住在

曲阜的孔氏族人进入大谱。为此，孔继汾才会“心窃

有所未安”，对“支派所自分”的相关情况加以考辨和

补充。结合上文所论，各地流寓孔氏在纂谱前后均

需经过衍圣公府批示和认证，故孔继汾所担心的“谱

之所阙”以及族人遗漏等问题，其实并不难解决。清

代衍圣公府另有明文规定：“流寓户散处四方，历年

已久，无从稽查。本爵府垂念同宗，不忍摈弃，乃修

流寓支谱，均有底案可查。该流寓户居住之州县，亦

行文存册，不得纂入大谱。”［８］（Ｐ２６３）。反而倒是如何

防范异姓混入或冒称正派等行为，才是面对流寓支

派时的重点和难点，所谓：“诚恐无知户头、户举，捏

名冒认，意存搀越。仰族长、举事、各户监临，随时严

查，不准丝毫含混，以杜诡名舞弊。”［８］（Ｐ２６３）这方面

的例子，如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七十二世衍圣公孔

宪培传令，彻查郓城县城东孔家庄的孔氏支派，以辨

明其“果属正派，抑系伪孔”。其文称：“照得孔氏族

姓繁多，寓居外州者，每有本系伪孔，假冒正派，希图

邀免地方差徭。若不严加察查，致令借滋事端，深为

未便。”［１５］（Ｐ４０５）这种顾虑和防范，显然是随着“孔

末乱孔”家族记忆之流转及其造成的孔氏“内外—真

伪”之分，而逐渐强化起来的结果。在前文，我们列

取了数份孔氏族规谱牒内关于“防冒入”的相应规

定，足可看到，所有孔氏宗派无不竭力耕锄非种，进

而区别于“伪孔”。同时又能发现，以衍圣公为首的

孔氏大宗，不仅严格区分那些确为孔末后代的“伪

孔”成员，而且对实为先圣后裔却流寓他方的族众，

同样要仔细审慎地加以考核。

考核的方式和标准，主要是借助孔氏宗谱来辨

析其“初迁祖”的称谓、世次及因何流寓等多方面信

息。验核无疑后，方准各该支派成员自称孔氏后裔，

并在将来条件具备时编入孔氏家族全谱。乾隆年

间，七十一世衍圣公孔昭焕曾为定陶县《孔氏支谱》

作序，即可视为孔氏宗主对流寓族众所作“考核”与

“认证”。该序文称：“定陶之有孔氏者，盖自和夫公

始也。明初，思古公为曹州景山书院山长，和夫公以

侄随任，乐陶邑风土淳朴，遂家焉。数传来，道里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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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景军注意到，甘肃大川孔氏支派虽然早自明朝前期便已迁移至此，但仍流传和延续着对曲阜祖庭的记忆。参见景军：
《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参见郭松义：《孔姓宗谱和孔氏家族组织———介绍曲阜孔府所藏家谱资料》，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１
辑，第１９５－２０８页。



远，且遭河患，遂失大谱而自为一谱，则以和夫公为

定陶祖也。前明万历暨本朝康熙间，俱有札委学录、

奉祀，以理祀事，并属有司，蠲其徭役同于曲阜，匪自

今矣。遂以修谱来告于大宗，不忘本也。余惟我孔

氏之族，支分派衍，散处四方者几遍天下。其有谱牒

修明，本支不紊，郁为巨族者固多，而间有单寒落寞，

流寓他省，不自知其源远流长，亦岂乏人？今陶邑吾

族衍珠等，上念本根，下贻燕翼，亦仿大宗之例，以甲

子为修谱之期，不远数百里征序于余，可不谓贤欤？”

［８］（Ｐ２９３）在序文中，孔昭焕追记了定陶孔氏始入和定

居外地的过程，尤其受到河患等自然灾害影响，导致

“大谱”丢失，遂自为“小谱”。时过数百年，仍不忘回

到阙里，拜谒祖庙，其思源归宗之心诚可嘉叹，所以

特作序予以阐扬。其实不难想见，孔昭焕所撰文字，

尤其关于定陶孔氏迁移的具体内容，很大程度上是

该支谱成员提供的信息，只不过要借助宗主孔昭焕

之名，为其“圣裔”身份真实性增加可信砝码。

此一思路，在后来衍圣公处理类似问题时也得

到了延续。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七十二世衍圣公孔

宪培收到了沂郡孔毓尧、孔传荣等人携来的《莒州孔

氏支谱》，希望他能作序钤印，以志流传。从孔宪培

序文的撰作时间（１７８８）看，他显然仔细阅读和考核

了这部支谱。孔宪培认为，沂郡孔氏支派“确有可

考”，所以“爰许其请”。在序文中，孔宪培根据《礼

记》载“收族故宗庙严”一句，为其增补了后句“修谱

而子孙肃”。综观序文全篇，无不围绕此十二字铺叙

展开：“我圣祖自春秋以来，苗裔蕃衍，虽散处他方，

而心无向背，世俗攀华附显之习不得而渐染焉，则其

源为至清也。源清者，流自不淆。然或递衍递传，支

分派远，保无泾渭之合流乎？可不慎与？慎则辨，辨

则晰矣，盖又端赖支谱之修明也。”［８］（Ｐ２９４）隐藏其后

的逻辑线索，仍是核除伪窜，防止冒入。

① 参见广东南雄珠玑巷后裔联谊会、南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内部刊印，２００３

年，第３０－３１页。

接续父祖之遗绪，七十三世衍圣公孔庆镕亦曾

说，他自主鬯以来时刻不忘“礼莫大于尊祖敬宗，典

莫大于续支修谱”的家范，故凡有族人携谱来请，必

为之正本清源，此即“条分缕析之余，信者始录之，疑

者即锄之，未敢冒昧以从”［８］（Ｐ３０２）。嘉庆六年

（１８０１），由孔庆镕署名的一篇《兰山孔氏支谱序》，向

我们详细展示出孔氏大宗如何与流寓孔氏完成了彼

此接洽和认同，序文称：

兹有兰山县族人昭雅，于谒庙拜坟之

下，忽动木本水源之思，爰例修葺支谱，呈

恳钤印，以昭信守。余按其世系，实始自三

十八代讳惟一者，留守宁陵祖墓。至六十

五代，于明季迁居兰山，此族人昭雅寄籍兰

山县之所从来也。世系井井不紊，事实班

班可考，其为我宗真派无疑。用是删繁就

简，录缮详明。兹剞劂既竣，钤以印章，爰

付携归敬藏，以昭世守。［８］（Ｐ３０２）

三年之后，孔庆镕在为郯城孔氏支谱作序时，也是按

照这种“支派请序—孔府核验—宗主钤印”的常规流

程予以办理，背后考量亦如出一辙。

与之相应，各流寓孔氏支派编纂族谱的过程中，

也会特意强调自身之源清流洁。郯城《孔氏支谱》

“自序”即云：“沂州郯城实系防西户一支，乃至圣六

十三代孙讳贞瑜，因家贫游学于沂郡，后世子孙茔葬

沂地，遂为家焉。自乾隆己酉年嘉平月，六十五代祖

讳衍易，抱谱来曲，续修清楚。迄今六十余年，支分

派别，使不重为修辑，保无支派之不淆乎？”［８］（Ｐ３０５）

所以，亟纂此谱，以求“我孔氏信以为信，不至疑以传

疑者，则子子孙孙勿替引之，庶于宗派有所考云”［８］

（Ｐ３０５）。道光年间，南海罗格房孔氏家谱提到，该房

析分自孔氏岭南支派，落籍当地已逾数百年，惟有通

过定期续接前谱，才能让后人知道己身之源：“上治

旁治，若纲在纲，庶几德水九派，可溯源于昆仑，歧途

万里，咸正景于斗杓。”① 同治八年（１８６９），蒙阴县

《孔氏续修支谱》“序文”开篇即谓：“族等分派道沟

户，自六十代祖讳承善，游学沂郡，设馆于蒙邑许村，

见其风俗淳朴，遂家焉。”该支派自嘉庆十年（１８０５）

修谱，至当时已过一甲子之久，“若不亟为续修，支派

未免紊乱，而后恐其流失散佚，后续难稽矣”。于是

专程前往阙里，恳请宗主衍圣公钤印颁牒，以此“知

祖宗渊源之自，启子孙仁孝之心，后之睹斯谱者，庶

于宗派有所考焉耳”［８］（Ｐ３０７）。类似文字，几乎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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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部流寓孔氏支派族谱之中，曾目睹过某孔氏支

谱的乾隆朝学者纪昀也深得其意。纪昀在为“姻

家”———河间孔氏所撰族谱序文中，称该支“系出唐

太常冲远，以太常陪葬昭陵，子孙遂家西安。越十四

代，以戍守迁居凉州。又十三代，以劳绩隶锦衣卫

籍，又迁于河间，前明所谓忠顺屯也。国朝顺治初，

有以军功授世职者。故有一支隶旗籍，而族属则仍

为河间籍。雍正癸丑（十一年，１７３３），尝辑族谱，同

里戈勉斋前辈序之。迄今六十余年，虑子姓日繁，迁

徙不一，将来或残阙失次，乃重加厘订，定为斯编”

［２２］（Ｐ１７１－１７２）。纪昀不厌其烦地叙述河间孔氏支派

之源流和播迁过程，意在强调该流寓孔氏的身份属

实无疑。同时，借此序文，“告天下士大夫，勿视此为

不急之务也”［２２］（Ｐ１７２）。结合前引几种孔氏支谱的

“自序”文字，贯穿其间的意思便也不言自明：一方

面，利用族谱来记叙本支之发源、蕃衍和迁徙等相关

史实，以免后世子孙对家族先辈历史泯然无知；另一

方面，通过呈请衍圣公钤印认可，标示本支作为“圣

裔”身份的真实性。

从孔氏宗主衍圣公到各孔氏支派，无不孜孜强

调流寓族人的身份真伪问题。此中思路，与前文所

论清代衍圣公“严防伪孔冒入圣裔谱系”的诸种叙述

和努力是一致的。其实，早自宋代起，受张载等大儒

主张“正本明支”影响，各地宗族已经注意考辨流寓

族人的迁徙、世次等信息。但这些考辨多是为了明

晰本源而不致遗忘，“记史”色彩更重。反观各类孔

氏族谱，很大程度上还承担了辨伪存真的功能。

对此，孔氏族人的体认和叙述已不消多说，各时

期儒士大夫也多能表达出这一关键意旨。元代学者

吴会曾为《（江西）旴江孔氏族谱》赋过一首长诗，开

篇便赞叹旴江孔支出自阙里，可谓源正根深：“小草

有本柢，固殊松栢根。大江导岷山，孰若昆仑源。源

高流润长，根深枝叶蕃。是宜尼山裔，弗可常人论。”

［２３］（Ｐ２９１）。然而不得不说，此类事例却不能证明所

有流寓孔氏均系源出曲阜，反而仍存在着大量冒称

混入、购谱换牒之“伪孔”。

明人吴国伦注意到：“今海内孔姓，而谱阙里裔

者，什九乃其所传率赝也”，心底不免“窃病之”。在

吴氏看来：“夫缝掖之士，一日志于道，即循循孔子

徒，奈何冒非？其自而衣冠俎豆祀所，不知为谁？岂

其以神明之胄，足藉为世重，则所谓野合而生者，又

奚藉而重也无谓哉？”［２４］（Ｐ１８０１－１８０２）易言之，冒非作

假之举殊不合于孔子之教，自然遭人不耻。陆容也

观察说：“今世富家有起自微贱者，往往依附名族，诬

人以及其子孙，而不知逆理忘亲，其犯不韪甚矣。”

［２５］（Ｐ８５）。他在《菽园杂记》中记载了一则典故：江苏

太仓人孔渊，字世升，系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六世祖

随宋室南渡至此。逮孔渊孙辈孔士学时，家贫无资，

适有某县富家欲向其求购孔氏通谱，仍被士学力拒。

但士学身后无子，家人为了生计，乃以一船米之价将

族谱卖与富家。对此，陆容颇为感慨地说：“圣贤之

后，为小人妄冒以欺世者多矣。”［２５］（Ｐ８６）。

“圣裔”统绪紊乱现象，遭到越来越多人的批评。

持极端态度者认为，乱称孔圣后裔，进而行止不端，

甚至会给冒入者自身带来严重灾难。明清之际张潮

编辑的《虞初新志》就收录了这样一则故事：“仪真

（今江苏仪征）孔姓者，于荒年购得《孔氏家谱》，遂诣

县冒陈圣裔。时值变乱之余，圣胄散落，县为申请，

得补奉祀生，遂于家安设圣位。然其人无行，淫人之

妻。夫死，遂娶为妾。而已妻亦有淫行，乡里薄之。

邻有塾师，夜梦一儒者乘车，上竖一旗，题曰‘司马

牛’，弟子从者甚众，皆头带包角巾（原注：罩于髻上，

方项有带者）。语塾师曰：‘来日此处有事，汝当避

之’。觉而骇甚，如言避去。至午后，火发，孔姓者从

外奔归，见火势尚缓，亟入，欲攫其谱。甫进门内，火

忽四合，夫妻遂焚死。”故事记录者还引用了另一位

不知名者“张氏”的话，说他曾亲睹此事，可证其实，

并认为“亦此人不肖，故遭此报耳”［２６］（Ｐ３８２－３８３）。按

此处所述内容，不无夸张演绎成分，但仍能反映出撰

作者脑际对孔氏身份真伪之别的敏感认识。这种敏

感认识，既是以清代衍圣公为代表的孔氏宗族详慎

考核流寓孔氏支派而奠基的风气使然，也将进一步

引发人们对“圣裔”身份的关注和敬畏。换个角度来

看，清代衍圣公详慎考核流寓孔氏支派，总体上起到

了慎肃宗族、明谱其身的积极作用。

三、“道法即家法”：清代孔氏族谱中
的“谱道”意识

　　笔者曾撰文梳理清代皇帝与衍圣公的关系，可

以发现：清帝将衍圣公看作孔子在当下的血缘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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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了其强烈的文化象征含义。为此，清代诸帝在

各种场合，如亲祭阙里、宫廷召见、颁发谕旨时，无不

谕诫衍圣公恪遵祖训，笃学祖书，以期表率儒林。对

于其中意蕴，清代历任衍圣公也有着深刻体认，并积

极呼应皇帝的反复教嘱①。但不得不说，这些只是

官方史籍向我们呈现出的一些侧面，远不能全面揭

示清代衍圣公的真实面相。若进一步探究，清代衍

圣公连同孔氏族人，认为自己所承载的不只是“先

祖”孔子的血脉遗传，还不时透露出阐扬“儒宗”孔子

之道的重要担当。这一点，虽相对隐晦，不易捕捉，

但在较具私密性的家族谱牒和阙里志书中仍有迹可

循。概言之，清代衍圣公所主持的纂修谱牒之举，除

了借以编录族众子弟，即实现“谱身”之用，还暗含着

阐扬孔子学说、传续儒家思想的深层诉求，此即 “谱

道”的含义所在。

① 参见孔勇：《乾隆朝〈孔氏家仪〉禁毁案新探———基于礼仪冲突与官绅矛盾双重视角的研究》（载《文史》２０１７年第４辑）

第四部分的探讨。

（一）何谓“尊祖之实”？

衍圣公身为孔氏宗族大宗，纂修族谱本为其分

内之事，这也是核除伪孔冒入、保持“圣裔”不紊的重

要方式，藉此取得敬宗收族的效果。欲为“敬宗”，必

先当“尊祖”，追根其底则是不忘孔子庭训学说，并在

日常接人应事时身体力行。这一点，不独被清代衍

圣公奉作圭臬，即使是同时期乃至较早的儒林士大

夫也已有所洞察。元朝学者揭傒斯（１２７４－１３４４）曾

描述拜览到孔克己编订的《孔氏世家》时的感受是

“悚然敬，肃然惧”。在他看来，“凡天下之受姓命氏，

未有非圣贤之后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

重其谱谍者也”。然而，若徒有谱牒而无尊祖敬宗之

实，却也犹无谱谍，犹非其子孙。对孔氏子孙来说，

尊祖敬宗的最佳方式无疑是恪遵先祖之教，达到“谱

其谱”与“道其道”相为表里的效果。揭傒斯进而说：

“庸众寻常之人，一有不合于孔子之教者，犹得指而

议之，而况其子孙乎？其为孔子之子孙亦难矣。故

笼天下之陆海，不足以为其富；极天下之爵禄，不足

以为其贵；穷天下之奇珍异器，不足以为其宝。其可

富、可贵、可宝者，在闻乃祖之道。而凡学孔子者，犹

必以是为务，而况其子孙乎？夫谱其谱者，尊祖之器

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实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

虚，而号于众曰：‘吾先圣之子孙也’。吾惧其有议其

后者矣。”［２７］（Ｐ１３８－１３９）贯穿其间的用意，既有对孔

子及其学说的崇敬之情，也有对孔氏后裔延续世次

和传衍孔子学说的深切期待。

揭傒斯把“道其道”视为孔氏子孙尊祖敬宗的根

本要义，即其所谓“尊祖之实”。唯如此，方不愧为先

圣后裔。相较而言，“谱其谱”即编纂家族谱牒，固然

能起到聚拢族众这一最易为人所见的表层功用，但

只能算是尊祖的具体寄托和载体。细品揭氏之论，

实际上对孔氏子孙提出了较高期许和要求，希冀后

者能在“道统”传承谱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之所以产生这种认识，无疑和士林眼中的“圣

裔”形象有着密切关系。明初国子祭酒胡俨（１３６１－

１４４３）在为五十五代衍圣公孔克坚第三子孔希范撰

作的墓志文中，叙述希范为政直谅，惠及乡里，并特

意提到，希范的这些优秀品行均承自先祖孔子之遗

教：“信乎神明之裔，卓然不可及矣，而遗爱之在人

者，讵可泯耶？”［２８］（Ｐ４９５）盖殿大学士陈循（１３８５－

１４６４）更极言之曰：“魏巍孔宗，儒道所寄。”［２８］

（Ｐ４９６）。相似叙述，还可见于将爱女适与六十二世衍

圣公孔闻韶的李东阳。李东阳在明弘治十七年

（１５０４）奉命告祭阙里孔庙，事后追记此行见闻感受

时，加深了对孔子及其后裔的认知，所谓：“人性之

善，亲不信哉！夫自情荡性凿之后，虽积岁累月严刑

峻法以驱之，使入于圣贤之域，而不可得也。及乎入

圣人之乡，观圣人之所为，居接其子孙族姓，见其礼，

闻其乐，而以想象其形容。卒然之间，怠心与躁心释

而不自觉。盖凡卑且贱者皆然，而大夫士之贵而贤

者不待论也。”［２９］（Ｐ４９０－４９１）李东阳位重内阁首辅，

故其论述既有彰扬明廷崇儒重道之盛举的考量，却

也包含着对孔子嫡裔承继家学之职分的默认。所

以，李东阳郑重告嘱贤婿孔闻韶，应时刻“慎守祗

奉”，以此“无负于吾君，无忝于尔所生也”［２９］（Ｐ４９２－４９３）。

儒林士大夫群体的观感，映衬出孔氏子孙身份

非同一般。至清康熙年间，孔尚任不无自豪地说：

“今之森森盈万者，皆一人之所出，本支显承，乃为天

下古今第一世家。”［３０］（Ｐ２１９１），直观反映了孔氏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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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清以后的尊贵地位和子孙繁茂盛况。当然，这尚

只限于居住在阙里的“六十户”孔氏族人概况。若加

上流寓在外者，其规模无疑更为庞大。更值一说的

是，有清一代阙里孔氏还涌现出了众多在经、史、诗、

文等方面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突出代表如孔广森、

孔继涵、孔继涑、孔宪彝等人。这种欣荣景象，不单

是对先祖孔子的最好致敬，而且愈发让人坚信，孔氏

后裔确能不坠家学，以自身勤奋努力传续孔子之道。

清代较早注意并揭橥此中意旨者，是与衍圣公

过从较密的文人儒士和朝中权贵。他们的看法，固

然有阐颂“圣公”之嫌，但结合其内容，也确能深入底

里，准确把握衍圣公等孔氏后人承载的传道意涵。

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孔府“两宋君”———“乐丞”宋际

和“典籍”宋庆长，在阙里旧志基础上括编修成了《阙

里广志》一书。按该书内容，主要记载历代崇奉孔子

的相关林庙制度、孔府诸项沿革、孔氏闻达后裔等。

曾受请为《阙里广志》一书作序的龚鼎孳，开篇即引

用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载“余适鲁，观仲尼庙

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

云”一语，进而有感于目下孔氏后裔仍能守礼不废，

由衷慨叹说：

当列国战争之余，暴秦虐焰之后，而所

为阙里者，风流可观。则圣人教泽之深，孔

氏子孙之贤，即当时已足征矣。自汉以来，

圣人之道益著，尊圣人者，其礼益隆，尊祀

封锡之典，有增勿减。阙里之称，遂与天地

并垂不朽，殆泰山不足拟其高，大河不足喻

其远也。阙里故无志，盖以圣人之道，如天

无不父，地无不母，其精神无处不流通，其

礼乐文章无在不散见，亦安能独指曲阜之

山川林庙，以为是圣人之居？谱孔氏之族姓

官阀，以为是圣人之子孙哉？［３１］（Ｐ２７２－２７３）

龚氏之论，既肯定了“两宋君”续纂阙里志书的非凡

意义，也特意从古今贯通的角度，表彰孔氏子孙代有

贤人涌现，归根结底正是先祖恩泽遗荫。同样为该

书作序的山东巡抚刘芳躅，叙述思路与龚鼎孳几近

一致：“天下有一家之书，而薄四海内外、上下数千百

年者，其惟《阙里志》乎？夫帝王之姓有时而易，定鼎

之区有时而改，独孔子之阙里，则与天地而长存。”

［３１］（Ｐ２７７）翰林院侍读沈荃说：“夫以一家之充绌，觇

天下之治忽者，其惟孔氏乎？……自汉以来，代有加

礼，爵崇于唐，礼乐备于宋，子孙之尊崇、土田之便蕃

极于明，而我国家因之，踵事增华”［３１］（Ｐ２７９）。其实，

《阙里广志》修成之时，曲阜孔氏家学尚未呈现出后

来那般喷涌蓬勃局面，故上引志序撰作者更多基于

对历史上孔氏子孙著闻者的考察。“圣人教泽之深”

与“孔氏子孙之贤”之间存在不言自明的密切关系，

似已成为时人的普遍认识。隐含的意思是，在清廷

崇儒重道进而加恩“圣裔”的政策驱使下，孔氏子孙

必也能更主动、更出色地接续孔子之道，并将其阐扬

光大。

乾隆时期，纪昀亲眼目睹了同时代的六十八世

衍圣公孔传铎诸子、侄、孙等人逐渐名重儒林，加之

其本族子弟与河间孔氏缔结了姻亲关系，所以尤能

深刻体会孔子遗泽为后人带来的滋养。在为《河间

孔氏族谱》所撰序文中，纪昀历数过往各朝对孔子的

封谥，以及孔氏子孙凭藉家族谱牒得以世次不紊，此

即如同孔子之道每随世转却能常获新生一样。下引

文字便透露出这一意旨：“圣人德配天地，其教垂于

千万世，其泽亦逮于千万世……其谱牒系述曲阜世

袭之绪，宋金间南渡之宗，炳炳然无论矣。其分支别

出，散在四方者，数千年来不知凡几。中间世远年

湮，佚其房眷者，又不知凡几。幸而支派可考，是即

先师之灵爽式凭，一本之爱，虽千万里视若一堂，千

万人视如一身者矣。”［２２］（Ｐ１６９－１７０）与阙里孔氏深交

数十年的姚鼐，所持观点与纪昀稍有不同。姚氏认

为：“自周衰至今，垂二千年，古帝王之后，覆坠泯绝

者不可胜数。独孔子后嗣，历代有封爵，进而益崇，

若圣人常在世者然。士大夫过曲阜孔氏，无论新故，

必加敬爱，如恐弗及。岂孔子子孙人人贤哉？尊慕

者深，则推及其遗体也远。”［３２］（Ｐ３７３）在姚鼐看来，孔

氏子孙虽然未必人人皆贤，但从君主到士大夫，无不

对其予以特别关注，自是因为仰尊孔子之故，才连带

对“圣裔”示以敬重。

围绕衍圣公等孔氏子孙只是孔子的血缘遗传，

还是肩负传续孔子之道这一神圣使命，尽管时人表

述不尽一致，但莫不意识到“圣裔”身份非同寻常。

对此，清代衍圣公及各有出众学识的孔氏闻达，无不

有着清醒自觉。所以我们会发现，当孔氏子孙撰著

阙里志书或家族谱牒时，往往把历史上那些著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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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氏儒者、贤臣等人，优先放置在家族史脉络之中。

例如，孔继汾所撰《阙里文献考》一书，总计百卷宏

制，而关于孔氏“子孙著闻者”的内容占据了四分之

一强（卷七十三至卷九十九）。这样的篇幅安排，显

然为了囊括尽可能多的家族优秀人物，也似乎是在

向世人表明，孔氏子孙没有废坠先祖孔子的思想启

迪和学说教诲，并在实际生活中努力践行。孔继汾

便说：“吾宗自二世祖以下，历世单承，至八世而始有

三子，曰鲋，曰腾，曰树。自是派别支分，伟人辈出。

上自汉世，迄于国朝，二千余年之间，或守其家学，独

抱遗经；或策名登朝，洪猷懋著；或秉高素之操，或厉

忠义之节；或以独行见称，或以文章名世。莫不炳炳

麟麟，昭在前册”。由此进一步认识到：“使其略而弗

纪，甚非所以光显前修，垂训后哲。”［１２］（Ｐ１５７５）为此，

孔继汾特作家传，以期继先辈志、启后人思。

此处，还可用晚清的一个例子加以对照和说明。

１９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兼汉学家丁韪良观察到，在

儒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子思，本是嫡传的孔

家子孙，但是，“中国人却不愿意把他的名字和名声

跟他的祖先混为一谈，而是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向

后人昭示他们对于这位《中庸》的作者所怀有的崇

敬”［３３］（Ｐ１３０）。倘若丁氏有机会触碰到孔氏后人编

纂的谱牒或家传，他定会惊异地发现，孔氏家族谱系

中的子思，连同后来享名学界的孔安国（汉代）、孔颖

达（唐代）、孔广森（清代）等人，却呈现出了有别于儒

学传承的那套系统，而更多带有家族先辈贤达的身

份特征。隐藏其后的逻辑是，正是孔氏子孙中的这

些杰出人物，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并传续了先祖孔子

学说，使得“道统”不因时势变化而遭致泯灭。

通过上述征引和梳理，可以看到：孔氏子孙的

“圣裔”身份，使其受到了常人莫及的特殊关注，甚至

被认为应担负起传续至圣之道的重任。以衍圣公为

代表的阙里孔氏子弟，也不时暗露出这种倾向，并能

自觉恪读祖书，笃行祖训，终在清代呈现出人才喷涌

局面。我们便也更易于理解，元人揭傒斯所说“尊祖

之器”与“尊祖之实”之间，只是进阶和指向不同，而

无高下与先后之分，关键在于人们站在什么角度上

去理解。诸凡纂修族谱、依时祭祀、洒扫林庙等举

动，无疑是尊祖敬宗的重要途径，而且是极具仪式感

的必要之举；但对阙里孔氏在内的文化世家而言，显

然并不能满足于此，还必得在传承家学或科第仕宦

方面有所成绩，方能维系本家族的隆遇荣典不致中

辍。具体到衍圣公，历代加诸其身的爵位堪称崇高，

恩典亦不可谓不优厚，但所有这些很大程度上均是

与生俱来，即“君恩”和“祖泽”双向作用的结果。倘

若衍圣公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奋进，去传续和发扬

家学，无疑是在更高层面上致敬孔子，从而有别于只

以祭祀、纂谱等举措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

（二）道统“不得而诿”

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道统”向来是备受瞩目

的重要概念，其内涵也堪称复杂。一般认为，道统是

儒家内部传道的谱系和脉络，但这一脉络却是后世

儒者逐渐构建的结果。最先肇端此问题的韩愈，站

在排佛抑道立场上，勾勒出了一套自先圣先王到儒

宗孔孟的传道路径。在《原道》一文中，昌黎宣称：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

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

死，不得其传焉。”［３４］（Ｐ２０）这条上起“二帝三王”的传

道路径，中经周公制礼作乐之制度实践，成为下启孔

子、孟子等儒家创始人的思想源头，也被后世儒家士

大夫继承。韩愈以后，宋代二程、朱熹等人继踵其

说，通过阐释经典，发微圣道，终在道统的长程谱系

中各占要席。上揭圣贤诸儒，乃是道统脉络中的核

心人物。其他诸凡身列“士”阶层的儒家士大夫，无

不以“道”之继承者自居。余英时先生有一个对比，

他形容中国的“士”往往以“道”自任，这一点颇类似

于西方教士能够代表上帝。无论“上帝”，还是“道”，

均悬空而不得见。这便促使，西方以教会制度来凸

显上帝的权威，或可证明上帝在现世的“存在”，以发

挥其约束力；反观中国，则是通过知识人即“士”阶层

坚守道统阵地来抗礼王侯［３５］（Ｐ９１）。知识人之所以

要坚守道统阵地，乃因“道”的统有权并非仅为士人

阶层所得私享，反而存在很大变动性。最主要挑战，

即是来自掌握政治权力的君主对“道”的觊觎。这便

引出了与“道／道统”相对的另外一组概念，即“治／治统”。

只有把“治—道”关系当作一个整体看，才能更

好地理解“治统”和“道统”的丰富内涵。放置在具体

历史语境中，“治—道”关系折射出了君主与士人、政

治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和博弈。先秦时期，出于列国

６４



征战的需要，各国君主均会问计于士，故“道”在“治”

面前保持了一种相对独立和尊贵的样态。然而，当

秦并六国、始皇一统之后，“治”渐次显现出了凌驾于

“道”的趋势。自此，“治—道”关系不复从前那样和

谐有序，“治”与“道”或说“势”与“理”孰重孰轻的问

题，成为君臣上下关注的焦点。在相当长时间内，由

士人承载的“道”尚能足够独立，不致为君权攫取。

典型例子，如宋代出现的“士与皇帝共治天下”治理

局面，以及明代士大夫群体不惜以遭受廷杖的代价

来对抗君权，都说明“道”与“治”是并存不悖的两套

运行体制。明儒吕坤的一段论述就鲜明昭示了这一点：

公卿争议于朝，曰“天子有命”，则屏然

不敢屈直矣；师儒相辩于学，曰“孔子有

言”，则寂然不敢异同矣。故天地间，惟理

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

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

焉，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

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

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

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

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

面也。［３６］（Ｐ５３）

儒者“任道南面”的景象，说明“道统”在“治统”面前

以一种“超越”姿态存在。“治统”对应的君主，固然

掌握着现实中无上的政治权力，但在“道统”承载者

士人阶层面前，仍被看作需要启蒙、教化和规诫的对

象。无论君主，抑或士人，似乎习惯了这种久已成型

的“治道出于二”的局面，故能各守己分，至少在清朝

以前保持了相对安定和谐的状态。此即是王船山所

说：“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

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３７］（Ｐ４０８）。

① 余英时先生后来对“内在理路”概念的使用又做了补充界定，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

究》，“增订本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

② 分别参见王汎森：《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杨念群：

《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增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

进入清代，“道统”的命运及“治—道”关系发生

了急遽转化。满洲统治者携强大政治、军事威权，辅

以有效的文治举措，不但奠定了疆域辽阔的“大一

统”版图，而且有效克服了历代“华夷之辨”观念带给

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危机。以“空间”优势来消解“民

族”之别，并建立起新的正统观，成为清王朝尤其清

前期统治的最大特色之一。清朝建立和稳固统治的

过程，也是君臣之间调整“治—道”关系的过程。但

这种关系改变到什么程度呢？或者说形成了什么新

格局呢？一种观点认为，尽管士人受到政治环境的

深刻影响，但其内部仍有一股独立于君主权威等外

部因素的超越力量，这便是余英时所提“内在理

路”①。还有一些学者看到，政治因素的干涉和渗透

无处不在，使得传统士人本来具有的操守气节、批判

意识等品德，在遭遇清代君主的高压控制时纷纷不

堪一击，进而出现“万民隐退”、“自我压抑”以及“士

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等惨状②。

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强调士人的“内在超越”，都

无法否认，清代君主确已成功改变了以往“治道出于

二”这种不利于君主集权的局面。在新的“治—道”

关系格局中，君主不仅是政治统治的中心，还将权力

伸向了本由士人守护的道统传承领域，且从原来儒

家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为知识创造者。黄进兴先生

称：“清初君主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所努力的是，将

‘政治势力’延伸到‘文化领域’。确切地说，是因统

治者主动介入文化与思想的传统，致使‘皇权’变成

‘政治’与‘文化’运作的核心，而统治者遂成为两项

传统最终的权威。”［３８］（Ｐ９３）历经清前期尤其康熙、雍

正、乾隆三帝的努力，治道统归君主成为朝野上下的

普遍认识，连向以道统拥有者自居的士人也罕有异

议。对比历代士人抗拒王侯的勇气，清代儒家士大

夫的表现无疑要黯淡许多。但在清代君主实现治道

合一的表象下，儒林群体果然放弃了对传续道统的

追求了吗？还是只因现实政治压力，而暂时表现出

了蛰伏状态？清代衍圣公的诉求，或可为思考这些

问题提供一定启发。既有研究大多立足于衍圣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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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嫡裔这一前提，将其看作历代统治者树立起来

的文化符号。因此，无论衍圣公贤愚如何，均能仰赖

君恩祖泽而享荣不废。这也导致，尽管阙里孔氏涌

现了众多凭借科考中第而入仕为宦的人物，但人们

仍然不会把衍圣公及其子弟看作标准意义上的儒家

士大夫。职是之故，在儒学传承谱系中占据重要地

位的“道统”命题，也就向来不曾与孔子嫡裔衍圣公

发生关联。纵然前文曾引众多士人对衍圣公倍加赞

誉，寄予厚望，但这些叙述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后者

乃是孔氏后裔，身份尊贵，而没有真正将其置于儒学

发展的脉络之中，与其他儒士作等量齐观。

最为衍圣公关心的话题，自然是孔氏子孙尤其

是本支繁衍传继，即通常所说的“世统”。“世统”，也

称“世系”①，指的是家族世代相传的系统，由男性子

孙排列而成［３９］（Ｐ６０５）。无论是某个家族，还是某个

王朝，莫不注意辨析、载录本族或本朝乃至历朝的世

系，且尽可能周详全面。刘勰《文心雕龙》称：“故谓

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谱。”［４０］（Ｐ１２７），即是此

谓。具体到阙里孔氏，世统便是由历代孔子嫡裔衍

圣公（连同此前其他封号）所构成的一条纵跨两千余

年的家族传承谱系。有清一代，阙里孔氏族谱序文

中（按：多以衍圣公之名而作）先后多次出现“世统”

一词，而且往往与“道统”并列提起。因此，将这些相

关论述合诸而观，或可帮助我们理解：孔子嫡裔衍圣

公如何看待儒家的道统传承问题？对自身在传道序

列中的角色又是如何定位的？下面通过几个例子尝

试作一分析。

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六十六世衍圣公孔兴燮与时

任曲阜知县、六十五代孔胤淳等人，合力纂录了入清

以后第一部阙里孔氏族谱。在此之前，顺治九年九

月，世祖临雍视学，行释奠礼，孔兴燮率四氏博士等

人入都观礼陪祀。次年春，孔兴燮返回阙里。彼时，

有族人向兴燮进言续纂族谱，以此“详世系、联疏亲、

厚伦谊、严冒紊”。另有谏者说：“修谱，所以志勿忘

也。”［６］（Ｐ１３）。这两种说法，正是以往孔氏家族编纂

谱牒时的基本考量，孔兴燮听后却只“唯唯”而已。

直至有人从承继家学、传续儒道的角度劝勉，才真正

震撼了孔兴燮。“谏者”曰：“圣祖为儒道宗师，盖教

泽之所由来者远矣。及考孟氏书暨《原道》《明道》诸

篇，具称尧、舜、禹、汤、文、周、孔子……乃世固有统，

而道自有统耶？”［６］（Ｐ１３）在阙里孔氏谱牒中，此处乃

是首次将“世统”与“道统”并提，暗示了孔氏家族世

系与儒家道统谱系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孔兴燮听

闻此言，“不觉敛衽正容”，坚定了续谱之志。同时，

孔兴燮还着重阐释了“世统”与“道统”、“道法”与“家

法”等之间的关系：

世统，一道统也。是谱而不可不修也

哉！虽然，余闻之，道非吾所得私也，亦非

吾所得公。天以斯职覆，地以斯职载，人物

以斯繁息。君相得之，以为天下极，或疑升

沉废兴，道亦与为晦明。然运也，非道也。

运当流极，则必有人以维之。是故尧、舜、

禹、汤、文王、周公，以迨我圣祖，应历而兴，

乘时而济，为斯道衍宗派，为万世开太平，

其源流一也。况吾家一贯时中之旨，与咨

授合，而世派本于成汤，德隆者祚永，本？

者枝茂，我后人乌可以无念昔圣祖尝讽“其

父析薪，子弗克负”而有叹也。岂不曰大道

为公，姑惟后人之惓惓，而三世祖惕然省

用，作《中庸》，阐性道，亦安见道法之非家

法哉？夫使其道昧昧于天下，后学之责也。

使其发皇于濂、洛之英，关、闽之后，晋、越、

豫、浙之君子，而不振于吾门，子孙之愧也。

读其书，历其庭，其将有人焉？绍前休而倡

大道，庶无负余修谱之意也已。［６］（Ｐ１３－１４）

孔兴燮这番自白，已突破了编纂谱牒的基本初衷，

“谱身”的意义被“谱道”所取代。叙述过程中，孔兴

燮始终把家族世系即“世统”投映到“道统”传承脉络

之中，认为“道法即家法”。因此，阐扬圣道，传续儒

８４

① 韦昭所注《国语·楚语上》“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尔废幽昏焉”一句，指出“世”即“世系”意。参见左丘明著、韦昭注：
《国语》卷一七《楚语上》，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５年，第１９１页。



学，自然成了孔氏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在文

末，孔兴燮历数自孔子以下众多儒学传承者，如濂

（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闽（朱熹）诸子，却颇

感惭愧没有阙里孔氏子孙跻身其中。潜在含义是，

孔子后裔应该读书励行，以载道者和传道者自居，非

徒具“圣裔”之名而已。

不过，孔兴燮的诉求在当时似乎没有得到全体

孔氏族众的呼应，同为该谱作序的时任曲阜知县孔

胤淳就表达了相左的观点。孔胤淳立足于“传道者

谱道”、“传身者谱身”这两个前提，阐发“谱道”的内

涵是：“上溯祖述，下明授受，历历不爽，凡百家之杂

说，二氏之异端，举莫敢参”；“谱身”的意思则为：“上

诉宗祧，下明世系，历历不爽，凡他姓之影似，非种之

嫌疑，举莫敢附”。虽然两者均讲求严秩有序，但孔

胤淳主张：“彼道谱，人任之矣；身谱，非后贤子孙责

乎？”［６］（Ｐ１４）也就是说，孔氏子孙的职责只是“谱身”，

延续孔子血脉不断，“谱道”的任务则另由他人完成。

对比上引孔兴燮的论述，不难读出两者间的明显差异。

六十七世衍圣公孔毓圻继承了乃父兴燮的观

点，他曾说：“孔子之道一日不息，则孔子之后一日不

绝。今存一人不为少，合生万人不为多。家乘也，实

道统也。此余小子所以夙夜祗承，缵述先少保之遗

编，进族人于庭，而告以家谱之义如此。”［６］（Ｐ１６）。孔

毓圻把家乘等同于道统，无异于宣称，孔氏家族的优

秀子弟同样在道统传承脉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

种任道壮语，被七十一世衍圣公孔昭焕沿用，以此劝

勉和激励族人。孔昭焕说：“收族于庙，而宗庙严；收

族于谱，而子姓秩。有不油然动其仁孝之思，而肃其

继承之志者乎？有不笃其亲爱，而痛痒相关者乎？

有不逊敏时术，以励勉于道统之垂，而惟恐有玷于金

声玉振者乎？”［６］（Ｐ１７－１８）彼时孔昭焕年甫十岁，序文

当非出自其手，“励勉于道统之垂”一语实为衍圣公

府的集体发声。

但当孔昭焕长成后，屡因逾越己分而受到乾隆

帝斥责，孔府亦常处在清廷施恩与压制交加的情境

下，导致衍圣公不再自贵为“谱道”序列中的重要一

员，只能安退到“谱身”者的本职范围。孔昭焕后来

在《孔子世家谱河北南宫县支谱》的序言中说：“维我

圣祖，律天袭地，传其道于天下万世，盖亦传身于本

支百世。传道者谱道，虽大小显微之道皆其道；传身

者谱身，虽元仍云耳之身皆其身。本末源流，道脉日

昌，则苗裔亦日盛也。”［４１］。按其内容，几乎与顺治

十年曲阜知县孔胤淳的思路如出一辙。但对孔昭焕

而言，其前后表述发生变化甚至矛盾，折射出外部政

治环境等因素带给衍圣公的深刻影响。

总的来看，清代衍圣公编纂族谱的初衷乃是记

录世系，辨析源流，防止遗漏和伪冒；然而，衍圣公的

意识里始终存有某种以道统自居及以传道自任的使

命感，每当政治控制稍显宽松或儒学发展受困时，此

一使命感就会愈发强烈。易言之，“谱身”只是表面

功用，“谱道”才是终极指向。末代衍圣公孔德成

（１９２０－２００８）有一段论述，精到地分析了与此相关

的“世统”、“道统”等诸问题，文曰：

有世统焉，有道统焉。世统，吾所私

也。道统，吾虽不得而私，然亦不得而诿

也。自我圣祖作师垂教，三世祖阐而述之，

道之行如日月经天矣。厥后代有闻人，或

以学显，或以行著，悉附传于谱，后之人履

其庭，读其书，可不懍懍弗荷弗构之戒，而

思善其继述乎？矧道之隆污，天下兴亡系

焉。自世运陵夷，邪说纷起，宗法失而伦常

斁，社会风俗江河日下，君子忧之，则缵绪

翼教，导民正轨，非他族人任也。虽运有通

塞，道或晦于一时，而抱坚守白，不磷不缁，

终必克昌于天下。此尤览斯谱，思训所当

騐于心，而体于躬者。然则斯谱也，又岂徒

昭世统而已耶？昔归震川记其家谱，谓求

其所以为谱者，归氏学圣人之道者也，言深

且旨，而况圣人之后哉？吾族人其宜有以

知所勉矣。［６］（Ｐ４－６）

至此，孔德成实际上把先辈衍圣公们欲言而没有畅

言的诉求和盘托出，声称孔氏子孙身负承继家学、传

续道统之职任担当，所谓“道统，吾虽不得而私，然亦

不得而诿也”，即是贯穿其间的中心意旨。基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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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孔氏宗族编纂谱牒的目的自然不再囿于“昭世

统而已”，而是包含了对传续道统的考量和诉求。把

握住这条暗线，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清代衍圣公

的认识，而且可从侧面关照清代君主与士人的关系，

尽可能捕捉“治—道”关系新格局下儒家士大夫群体

的思想意旨。

结 语

以孔子嫡裔衍圣公为大宗的孔氏宗族，是中国

传统社会极具代表性的宗族个案。历代统治者不断

褒崇孔子，贯彻崇儒重道的治国理念，使得身列“圣

裔”的孔氏子孙获得了诸般格外加恩。至清代，衍圣

公及孔氏阖族进入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享有政

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特权，由此被后世冠以“封建

贵族大地主的典型”或“文化世家”等不同指称。

本文所探讨“清代衍圣公的宗族意识”，系指随

着孔氏宗族的发展壮大，孔氏内部产生出了区别内

孔—外孔、核验真孔—伪孔的观念。这一观念，主要

通过纂作家族谱牒的方式而得以践行。清代以前，

孔氏族谱的首要功用在于“考世系，叙尊卑”，即改变

早期族谱止载承袭者一人之疏漏，而更多收录在家

族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闻达先辈。但随着“孔

末乱孔”惨痛家族记忆的层累书写和反复唤醒，孔氏

宗族的内—外／真—伪意识变得愈发强烈，鲜明体现

在了清代衍圣公纂作族谱的活动之中，“锄非种，辨

窜冒”一语堪为清代孔氏族谱的中心意旨。

尽管清代前后孔氏纂谱宗旨发生变化，但归根

结底都是为了将孔子血脉传续落实到文本上面，进

而保障孔氏宗族的既得权益。“谱身”之意，即是此

谓。然而，对于“以身显荣”的衍圣公及孔氏宗族而

言，当然不能仅仅凭恃先祖恩泽而望重士林，还要通

过恪读祖书、阐扬儒术，方能在道统的传承序列中争

得相应位置。这种诉求，便是“谱道”。从“传身者谱

身，传道者谱道”，到“道统者，一世统也”，再至“道

统，吾虽不得而私，然亦不得而诿也”，清代衍圣公对

自身职任表述的变化和进递，揭示出孔氏子孙潜意

识中以道统自居及以传道自任的使命感，每当政治

控制稍显宽松或儒学发展受困时，此一暗流就会浮

于面前，故“谱身”只是表面功用，“谱道”才是终极指向。

探讨清代衍圣公对“谱身”与“谱道”关系的理

解，也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清代君主与士人、治统与

道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既有研究或是指出传统士人

具有道统传承的“内在理路”，或是证明清代士林发

生了“精神世界的变异”，却没有将目光投向身为孔

子后裔的衍圣公是如何感知和适应时代的变化。本

文的讨论意在表明，衍圣公等孔氏子弟也一直为跻

身传道序列而孜孜努力，并通过纂修族谱的方式而

将此使命逐代延续。至于这种努力在儒林士大夫群

体中获得多大程度的认可，有没有产生预期中的影

响，则需要挖掘出更多的材料来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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